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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体现。 本文以国

家级高新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 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是否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与没有设立国家级高新区的

城市相比, 国家级高新区所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区域内装备制造业的技术

创新数量与质量, 该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及非资源型城市中更为明显, 但西

部地区、 东北地区以及资源型城市的国家级高新区建设并不能带来相同的功效。 机制检

验发现, 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国家级高新区通过集聚人力资本、 优化产业结构渠道对装备

制造业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但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国家级高新区难以形成人力

资本集聚效应与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从而导致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无法有效赋能制造业核

心竞争力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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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中国应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之上, 推进新

型工业化”, 并把 “制造强国” 置于重要位置。 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装备制造业发展是一国

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竞争力的关键体现。 自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产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也取得了令世界各国瞩目的成就, 中国已从完全依赖进口的落后状态, 发展为拥有所有

工业门类的制造业大国 (王政, 2022; 王燕梅, 2022) [1-2] 。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崛起让大量发达

国家倍感压力, 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 “再工业化” 战略, 尤其重视发展高端制造业, 以巩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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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 “链主” 地位 (董琴, 2022) [3] 。 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开始限制高端技术或

产品出口, 导致中国在手机芯片、 CPU 以及 GPU 领域出现 “卡脖子” “掉链子” 等问题 (王厚双

和盛新宇, 2020) [4] 。 因此, 中国亟需扭转装备制造业门类多但关键技术不强的局面, 从而摆脱核

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窘境。 在此背景下, 研究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对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为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不断向高端迈进,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与装备制造业深度融合是一大关

键。 高新技术的不断渗透有助于触发装备制造业在产业结构、 产品质量、 技术基础等方面发生质

变, 进而有效提升装备制造业整体水平, 增强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 綦良群和王成东,
2012) [5] 。 为引导高新技术产业与装备制造业集聚发展, 释放两业融合巨大动能, 高新区成为重要

的产业融合发展策源地。 高新区的设立有利于吸引大量高新技术企业和装备制造业企业进驻, 随

着进驻企业的不断增加, 产业集聚效应也将随着不断放大 ( Arthur,1990) [6] , 这促使企业间技术

创新交流频率不断加大, 优质技术交流平台的建立确保企业获得更多知识来源, 从而促进装备制

造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通过企业技术创新辐射带动区域创新发展, 最终实现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Krüger,2008;De
 

Silva
 

&
 

Mccomb,2012;Combes
 

et
 

al.,2012; 刘瑞明和赵仁杰, 2015; 胡洁

等, 2022) [7-11] 。 尤其当省级高新区向国家级高新区跃迁时, 高新区的 “以升促建” 工作将为企业

创新带来更大增益 (李欣泽等, 2022) [12] 。
然而, 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 学者们逐渐发现, 在我国国家级高新区建设实践中, 仍存在一

系列不足之处亟待改善, 如袁航和朱承亮 (2018) [13] 认为国家级高新区建设带来的产业集聚效应

仅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 “量”, 但并没有促进产业结构的 “质” 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王栋和

韩伯棠 (2007) 认为[14] , 国家级高新区在创新提质增效方面效果不尽人意,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

家级高新区的早期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 这种粗放型发展模式恰恰不利于产业技术的发展。
Cao(2004) [15] 则指出, 国家级高新区对于量而非质的偏重, 使得国家级高新区内的企业与大学及

研究所之间缺乏深入合作。 尤其对于装备制造业而言, 产学研创新网络构建是提升装备制造业企

业实质性创新能力的基础, 国家级高新区内企业与大学、 研究所的合作匮乏将使得装备制造业企

业创新能力提升缺少双向互动的合作创新机制 (陈伟等, 2012) [16] 。 因此, 对于高新区尤其是国

家级高新区的真实创新激励效应而言, 仍需紧密结合企业或区域的初始禀赋条件进行探索。 当园

区内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或创新效率较低时, 国家级高新区建设发展有可能受到拖累 (闫国庆

等, 2008) [17] 。 相反地, 相对于设立于产业园区外的企业, 产业园区内的企业更易于获得社会资

本, 且随着企业在园区内的大规模集聚, 知识的溢出效应对园区内企业的影响更加显著, 因此园

区内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Johanson
 

&
 

Lööf,2008) [18] 。
纵观既有研究, 当前文献主要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或微观企业发展

的影响, 较少基于园区平台承载所发挥的要素协同创新能力, 深入探索高新区建设是否真正提升

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 进而引致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 “质” “量” 齐飞。 为此, 本文将利用国家

级高新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 重点探索高新区建设下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

力的真实促进功效, 并考虑到高新区建设实践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进一步探索部分区域高新技术

产业集聚未能带来区域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成因。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如下: 一方面, 现有文献主要考察高新区建设之于

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影响或对整体制造业的溢出效应, 本文则重点基于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视

角, 探索国家级高新区所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能否切实推动装备制造业迈向 “创新之路”, 进

一步深化对高新区高质量建设的理解; 另一方面, 当前针对高新技术产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

的研究主要基于省市层面数据, 探索两业融合的协同程度, 这往往难以深入探寻高新技术产业集

聚对制造业核心能力提升的具体作用路径, 其研究颗粒度也有待进一步细化。 本文充分利用国家

级高新区建设这一具有时间差异性的准自然实验条件, 手动整理 100 多万条企业专利数据并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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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数据进行匹配汇总, 结合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 深入探索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核

心竞争力提升的具体作用机制, 从而为如何利用高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推动装备制造业向价值链

高端迈进提供针对性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装备制造业具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双重行业属性, 其生产工艺与流程相较一般制造业

而言更为复杂。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应从依靠要素大规模投入拉动的粗放型

增长模式逐步过渡到依赖技术进步驱动 (王卫和綦良群, 2017) [19] , 而高新区尤其是国家级高新

区的设立恰恰为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合适的契机。 随着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入驻高新

区内, 园区内的经济发展模式由资源驱动型转变为技术驱动型 (纪祥裕和顾乃华, 2019) [20] , 进

而促使核心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不断创新, 有效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能力。 具体而言, 人力

资本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是国家级高新区提高区域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渠道。
一方面, 国家级高新区通过集聚创新性人才, 提高区域人力资本水平, 从而促进装备制造产

业的发展。 人才是推动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核心要素。 国家级高新区一般设立在人口集聚度较

高的城市, 服务业供给相对充足, 可以满足创新性科技人才和先进管理人才所需的商贸与休闲需

求 (江小涓, 2011) [21] 。 科技人才的合理集聚对区域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兼具直接和间接效应。
就直接效应而言, 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有序流入和高度集聚支撑着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该类人

群可通过静态整合与动态重构的方式将复杂的装备制造知识高效传递给基层技能人才, 以各层级

劳动力优势互补实现核心制造业内部人才结构的不断擢级 (高文鞠和綦良群, 2020) [22] 。 而从间

接作用渠道看, 国家级高新区建设主要吸纳高新技术产业人才。 作为技术要素输出一方, 科技水

平和管理水平决定着高新技术产业向装备制造业进行技术输出的数量、 质量与效率。 创新科技人

才和先进管理人才不断向国家级高新区进驻, 不仅提升了作为输出方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输出

水平, 更是促进了输入方装备制造业对知识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 推进两业融合应用成果切实落

地 (綦良群和王成东, 2012) [5] 。 然而, 高新区建设区域是否真正实现高端人才集聚是区域人力资

本效应能否发挥的首要影响因素。 尤其对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而言, 即使该类区域同样进行了

大规模的国家级高新区建设, 但囿于先天宜居程度较低的气候条件, 加之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致

使生活性服务供给不足, 种种原因导致该部分区域对创新科技人才吸引程度有限, 其人才集聚效

果未必能够达到触发人力资本效应的程度, 使得国家级高新区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制造业

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作用相对有限。
另一方面, 国家级高新区设立所引发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促进了新兴产业与新兴技术的发展,

从而以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推动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 首先, 国家级高新区设立推动了物联网、
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的数字技术产业逐步发展, 这些产业的兴起又会带动信息服务、 研发和软件

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邓雅君和张毅, 2013) [23] ,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跃迁进一步促进区域内

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 从而促使区域内以知识和技术为导向的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提级。 其次, 与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等传统产业相比, 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所需投入要素以知识和技术为主,
这类要素能以较低成本迅速扩散, 且具有边际收益递增与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 ( 刘克逸,
2003) [24] 。 新要素的投入有助于加快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区域内的技术创新, 从

而有助于提升传统产业的运行效率, 进而促进两者的协同发展。 最后, 高新技术产业自身的发展

和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可能会催生新业态, 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促进装备制

造业的发展, 并且这种发展模式在区域内可能会产生 “示范效应” 与 “倒逼效应”, 进一步推动

区域内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不断升级。 然而, 从城市资源禀赋视角而言,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

较为依赖资源的开采与加工, 而这类制造业部门多为劳动力密集型部门, 这导致资源型城市的产

业结构存在低端锁定风险, 从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停滞可能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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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高新区缺乏产业结构升级路径以促进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发展。
基于上文的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待检验的假说:
H1: 国家级高新区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效应促进了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发展, 进而提升

了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H2: 部分地区的国家级高新区建设未能有效提高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H3: 国家级高新区建设通过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提升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

水平, 以上作用机制也是部分地区国家级高新区建设未能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实现制造业核心竞

争力提升的原因。

三、 模型选择与变量说明

(一) 模型设计

研究结合渐近式双重差分模型以判断高新区建设是否能够切实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真正推动

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发展, 实现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 由于国家级高新区建设的时间与区

域节点不尽相同, 加之大量城市并未进行高新区建设工作, 天然形成的实验组与对照组为研究提

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基础; 同时, 鉴于高新区设立的时异性, 本文采用渐进式的双重差分模型

而非传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借鉴袁航和朱承亮 (2018) [13] 以及胡哲力和顾乃华

(2023) 的方法[25] , 将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2019》 所公布的 169 个国家级高新区与 133 个地级市

相匹配①, 将设立国家级高新区的城市视为 “实验组”, 而剩下的城市则视为 “控制组”, 具体模

型如下:
Innovationi,t = β0 + β1STZ i × Posti,t + γX i,t + φt + μi + εi,t (1)

式 (1) 中 Innovationi,t 为被解释变量, 为城市 i 在 t 年当年内装备制造业专利数以及装备制造

业专利被引用数。 核心解释变量为 STZ i 与Posti,t 的交乘项, 此处设定为 STZ i,t, 其中 STZ i 为 i 城市

是否设立国家级高新区的虚拟变量, Posti,t 为高新区设立时间虚拟变量。 X i,t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集

合。 φt 和 μi 分别表示年份与地区固定效应。 文章重点关注系数 β1, 若 β1 为正, 则国家级高新区

设立带来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有助于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二) 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1.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程度 ( Innovation)。 一方面, 专利数量是用于度量区

域技术创新水平的常用指标之一 (白俊红和刘怡, 2020) [26] , 另一方面, 装备制造业体现出一国

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綦良群和王成东, 2012) [5] 。 因此, 本文使用装备制造业的专利数与专利被

引用数度量区域内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文涉及装备制造业专利的数据来源于 incopat 数据库,
按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GB / T

 

4754—2017) 进行分类, 将 C33-C40② 类的专利数以及专利

被引用数进行统计, 分别用于衡量装备制造业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国家级高新区虚拟变量 (STZ i×Posti,t)。 本文使用 STZ i 与 Postit 两个变量

相乘所得交互项的系数用于估计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与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基于两

者之间的关系判断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能否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虚拟变量 STZ i 则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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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的处理方法为: 根据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2019》, 在截至 2018 年的 169 个国家高新区中, 将燕郊视为廊坊市处理、
长春净月视为长春市处理、 昆山视为苏州市处理、 江阴视为无锡市处理、 武进视为常州市处理、 萧山临江视为杭州市处理、 莫干

山视为湖州市处理、 源城视为河源市处理、 黄河三角洲视为东营市处理; 璧山属于重庆市下辖的一个区、 常熟和延吉亦为两个县

级市, 均删除; 由于数据缺失, 剔除昌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仙桃市。 因此, 截至 2018 年年底, 169 个国家级高新区对应 131
个地级市。

其范围具体包括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铁路、 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2019》 国家级高新区目录对政策虚拟变量 STZ i 进行赋值, 若中央批准城市 i
设立国家级高新区, 则将政策虚拟变量 STZ i 赋值为 1, 反之亦然。 时间虚拟变量 Posti,t 则根据中

央批准城市 i 设立国家级高新区的时间进行赋值, 本文将中央批准城市 i 设立国家级高新区的当年

及其以后年份均赋值为 1, 政策实施之前则赋值为 0。
(3) 控制变量。 参考既有文献, 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控制变量有: 政府规模

(Gov), 本文使用城市 i 的政府公共财物支出 / 城市 i 地区生产总值测度城市 i 的政府规模; ②储蓄

率 (Saving), 本文采用城市 i 城乡居民储蓄总额 / 城市 i 地区生产总值测度城市 i 的储蓄率; ③金

融发展水平 (Fin), 本文使用人均金融机构贷款额度量; ④市场规模 (Rkmd), 本文用地区人口

密度衡量。 ⑤邮政业务发展水平 (Postal), 本文采用地区邮电业务总量的对数衡量。 ⑥电信业务

发展水平 (Tele), 本文采用地区电信业务总量的对数衡量。 ⑦教育水平 (Edu), 本文采用地级市

政府教育投资的对数衡量。 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Far), 具体衡量方式为城市 i 第 t 年固定资产

投资额与 t-1 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值减去 1。 变量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TZ×Posti,t 5,168 0. 284 0. 451 0 1

Innovation1 5,065 12. 67 1. 758 3. 161 18. 747

Innovation2 5,356 33. 780 92. 357 0. 099 6421. 7

Fin 4340 5. 389 9. 471 0. 070 162. 762

Gov 4,849 0. 731 0. 557 0 12. 726

RKMD 5,104 58. 933 137. 917 0. 461 2127. 841

Postal 4,843 9. 643 1. 101 0 15. 209

Saving 4,640 0. 735 0. 694 0 28. 176

Tele 4,832 11. 700 1. 080 7. 966 15. 895

Edu 4,857 11. 845 1. 868 3. 584 16. 143

Far 4,055 0. 308 1. 360 -0. 972 35. 222

四、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本文使用渐近式双重差模型检验了国家级高新区的建设是否提高了装备制造业的专利数量与

质量, 进而判断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是否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本文在不存在控制变量以及存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之下分别评估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装备制

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由表 2 模型 (1) 和模型 (3) 可知, 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之下, 高

技术产业集聚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效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且系数分

别为 0. 337 和 0. 351, 表明建设国家级高新区地区比没有建设国家级高新区地区的装备制造业技术

专利数提高了 3. 37%, 装备制造业专利被引用数提高了 3. 51%。 由模型 (2) 和模型 (4) 的实证

检验结果可知, 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

效应也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系数分别为 0. 210 和 0. 281。 表明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之下,
建设国家级高新区地区比没有建设国家级高新区地区的装备制造业技术专利数提高了 2. 1%, 装备

制造业专利被引用数提高了 2. 81%。 假设 H1 得到验证, 即从全局效应而言, 国家级高新区形成的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效应有利于提高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也就是说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促

进了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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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家级高新区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变量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用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用数

(1) (2) (3) (4)

STZ
0. 337∗∗∗

(0. 082)
0. 210∗∗∗

(0. 077)
0. 351∗∗∗

(0. 087)
0. 281∗∗∗

(0. 080)

Fin
0. 004

(0. 004)
0. 005

(0. 004)

Gov
0. 145

(0. 308)
0. 533

(0. 464)

RKMD
-0. 002∗∗

(0. 001)
-0. 001

(0. 001)

Postal
0. 091∗∗

(0. 038)
0. 028

(0. 045)

Saving
0. 000

(0. 012)
-0. 018

(0. 027)

Tele
0. 011

(0. 036)
-0. 008

(0. 044)

Edu
0. 066

(0. 052)
0. 190∗∗∗

(0. 070)

Far
-0. 014∗∗

(0. 006)
-0. 030∗∗

(0. 013)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_cons
0. 623∗∗∗

(0. 068)
0. 095

(0. 654)
1. 307∗∗∗

(0. 103)
1. 375∗

(0. 835)

N 4540 3473 4191 3263

adj.R2 0. 857 0. 825 0. 692 0. 626

注: 括号内表示稳健标准误; ∗、 ∗∗和∗∗∗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所有

回归均采用以地区为聚类变量的聚类。 下同。
(二) 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影响效应

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可以进行有效估计的前提条件为, 若不存在政策冲击时, 处理组与控制

组之间的装备制造业的专利数与装备制造业的专利被引用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便满足了渐

进式双重差分法的使用前提。 本文借鉴既往文献的方法 ( Beck
 

et
 

al.,2010) [27] , 使用事件研究法

进行实证检验。 实证检验的模型设定如下所示:
Innovationi,t = a + β1E

-3
i,t + β2E

-2
i,t + … + β8E

+5
i,t + Controli,t + εi,t + φt + μi (2)

上式中 En
i,t 是国家级高新区设立的当期虚拟变量。 当 n<0 表示中央批准城市 i 设立国家级高新

区的前 n 年; n≥0 则表明中央批准城市 i 设立国家级高新区的后 n 年。 本文以中央批准城市 i 设立

国家级高新区的当年为基准期, 设定前 3 期与后 5 期。 βt 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内装备制造业

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当 t<0 时, βt 的系数均不显著异于 0, 则表明基准回归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图 1 和图 2 分别为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装备制造业专利数与装备制造业被引用数的平行趋势检

验结果, 图 1 和图 2 均显示了 βt 的估计系数与 95%的置信区间, X 轴为 βt 的回归系数值, Y 轴为

距离国家级高新区设立的年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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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的平行趋势检验　 　 图 2　 装备制造业专利被引用数的平行趋势检验

由图 1 可知, 在设立国家级高新区之前系数在 0 附近波动, 这说明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是处于相同

趋势的, 两者之间可以进行比较; 并且可以看出在政策实施之前国家级高新区对装备制造业专利数量的

影响并不显著, 在政策实施之后的第三年国家级高新区显著促进了装备制造业的专利数。 由图 2 可知,
在设立国家级高新区之前系数在 0 附近波动, 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相同趋势说明两者之间是可以比较

的。 该政策的实施存在着一定的波动, 到第五年才显著促进了装备制造业专利被引数的提升。 对此的解

释为, 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吸引了装备制造业企业以及人力资本的入驻, 产生了集聚效应与规模效应,
从而推动了装备制造业专利数的提升。 但是专利质量的提升需要装备制造业企业较长时间的技术积累,
因此, 该政策短期内难以促进技术创新的质量, 对专利质量的提升存在着时滞效应。

(三) 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国家级高新区建设的发展效应是否受到了难以观测变量的干扰, 本文借鉴了

Ferrara
 

et
 

al.(2012) [28] 、 金刚和沈坤荣 (2019) [29] 所使用的方法, 进行间接安慰剂效应检验, 随

机产生国家级高新区设立的名单, 并使用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 (1), 将装备制造业专利数与装备

制造业专利被引用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分别进行 500 次与 1000 次回归。 具体模型设置如下所示:

　 　 　 　 　 β̂1 = β1 + ζ∗cov(Treati∗Postt,θi,t E) var(Treati∗Postt E) (3)
式(3)中,E 是控制变量,θ 为各类难以观测因素的影响效应。 由于安慰剂效应中城市 i 是否建

立国家级高新区是随机事件,因此 β1 = 0。 若 β̂1≠0,则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受到难以观测变量的影响。
图 3-6 报告了随机选择城市 i 设立国家级高新区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质与量的估计系数概率分

布图。 图 3-6 中,X 轴为 P 值,Y 轴为估计系数,由图 3-6 可知,安慰剂效应检验结果均服从正态分

布,且所得结果的 P 值大多大于 0. 1,证明了随机抽取样本所得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的相似度很低,
即遗漏变量没有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的真实性。

图 3　 安慰剂检验　 　 　 　 　 　 　 　 　 　 　 　 　 　 图 4　 安慰剂检验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量 500 次回归结果)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量 1000 次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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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安慰剂检验　 　 　 　 　 　 　 　 　 　 　 　 　 　 图 6　 安慰剂检验

　 　 (装备制造业专利质量 500 次回归结果) 　 　 　 　 (装备制造业专利质量 1000 次回归结果)
(四)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本文基准回归所得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首先使用了单差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控

制了地区效应或年份固定效应,STZ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该结果与基准回归所得到的结论是一致

的。 但比较单差法所得结果与基准回归所得结果可知,单差法的实证检验结果均高于基准回归所得

结果,因此,单差法可能高估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也证明了本文使

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所得结果的可信度相对较高。
表 3　 单差法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用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用数

(1) (2) (3) (4)

STZ
0. 965∗∗∗

(0. 042)
0. 962∗∗∗

(0. 054)
0. 721∗∗∗

(0. 060)
1. 153∗∗∗

(0. 048)

Controls Y Y Y Y

城市固定效应 Y N Y N

年份固定效应 N Y N Y

N 3745 3745 3532 3532

R2 0. 857 0. 841 0. 692 0. 616

国务院在批复国家级开发区建设时,会将各项经济因素纳入到设立高新区的考虑因素之内,从
而导致了该政策的实施可能存在着内生性。 但由于影响高新区建设的因素也可能会对本文的解释

变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难以找到契合的工具变量。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陈林和万攀兵,
2019) [30]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 如表 4 所示,使用该方法所

得到的结果与基准回归所得结果一致,证明了本文结论存在着一定的稳健性,即国家级高新区促进

了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可知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表 4　 PSM-DID 估计

变量

半径匹配 核匹配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数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数

(1) (2) (3) (4)

STZ
0. 206∗∗∗

(0. 078)
0. 244∗∗∗

(0. 083)
0. 223∗∗∗

(0. 078)
0. 263∗∗∗

(0. 083)

Controls Y Y Y Y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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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4

变量

半径匹配 核匹配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数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数

(1) (2) (3) (4)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N 3421 3197 3471 3237

R2 0. 835 0. 610 0. 831 0. 600

其次,我国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从而高新区能集聚到的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参考 Redding
 

&
 

Turner(2014) [31] 所使用的方法将关键城市删

除。 表 5 是剔除关键城市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其中列 (1)和(2) 中将直辖市与省会城市从样本中

去除, 列 (3)和(4) 的样本中仅包含一般地级市。 由表 5 可知, 不论在何种样本之中, 高新技术

产业的集聚均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即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5　 剔除关键性城市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剔除直辖市与省会城市 仅一般地级市样本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数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数

(1) (2) (3) (4)

STZ
0. 240∗∗∗

(0. 079)
0. 276∗∗

(0. 083)
0. 257∗∗∗

(0. 080)
0. 293∗

(0. 085)

Controls Y Y Y Y

城市控制效应 Y Y Y Y

年份控制效应 Y Y Y Y

N 3363 3152 3289 3080

R2 0. 832 0. 590 0. 831 0. 585

最后, 由于极端值的存在, 可能会存在高估或低估基准回归结果的现象, 进而导致了基准回

归所得结果可能不稳健。 为证明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本文使用缩尾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中模型 (1)和(3) 分别为无控制变量情况之下的实证检验结果, β1 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而模型 (2)和(4) 则为包含控制变量情况下的回归结果, 由实证检验的结

果可知, β1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再次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6　 剔除极端值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数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数

(1) (2) (3) (4)

STZ
0. 346∗∗∗

(0. 082)
0. 246∗∗∗

(0. 076)
0. 349∗∗∗

(0. 089)
0. 278∗∗∗

(0. 081)

Controls N Y N Y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N 4540 3745 4191 3532

R2 0. 855 0. 839 0. 689 0.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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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进一步检验

基于上文的实证检验结果可知, 从全局效应而言, 国家级高新区政策推动了装备制造业的技

术创新水平, 即证明了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然而, 我国区域间

发展差异较大, 各地区技术发展状况在实施高新区政策时也会根据区域内的经济真实禀赋做出相

应反应。 因此, 本文将进一步考察是否存在部分地区在实施高新区设立的政策后, 却没有实质性

推动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首先, 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较大, 不同地区之间对政策的理解以及对政策实施的方式不

同也会产生区域异质性。 因此, 本文按照区位异质性将总样本分为了四部分①, 并分别进行了实证

检验。
表 7　 高新区的区域异质性检验

变量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北地区

装 备 制

造 业 专

利数

装 备 制

造 业 被

引数

装 备 制

造 业 专

利数

装 备 制

造 业 被

引数

装 备 制

造 业 专

利数

装 备 制

造 业 被

引数

装 备 制

造 业 专

利数

装 备 制

造 业 被

引数

(1) (2) (3) (4) (5) (6) (7) (8)

STZ
0. 144∗∗

(0. 057)
0. 176∗∗

(0. 075)
0. 025

(0. 106)
-0. 001

(0. 158)
0. 194∗∗

(0. 085)
0. 258∗∗

(0. 108)
-0. 080

(0. 201)
0. 410

(0. 337)

Controls Y Y Y Y Y Y Y Y

城市控制效应 Y Y Y Y Y Y Y Y

年份控制效应 Y Y Y Y Y Y Y Y

N 1254 1213 905 825 1039 973 414 380

R2 0. 888 0. 781 0. 796 0. 535 0. 831 0. 640 0. 804 0. 430

由表 7 可知, 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高新区起到了提 “质” 增 “量” 的作用, 但是西部地区

以及东北地区内的高新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基于实证检验的结果, 本文认为东部地区以及

中部地区内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促进了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且由模型 (1) -(2)
和模型 (5) -(6) 的系数可知, 中部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对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效应

高于东部地区, 因此, 本文认为高新区的设立有助于缩小东部与中部之间的发展差距。 但是西部

与东北地区内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却没有促进区域内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其原因可能在于, 西

部与东北部地区装备制造业基础较为薄弱, 导致其高新区并无法充分发挥其创新推动作用; 其次,
资源错配效应可能是高技术产业集聚难以推动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的原因。 西部地

区以及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相对较弱, 这些地区的高新区仅能吸引少量装备制造业企业甚至难以

吸引装备制造业企业的进驻, 但是这些地区的招商部门为完成招商引资的任务, 他们可能会将大

量的低端制造业企业引入至国家级高新区内, 难以形成集聚效应, 并且可能导致了区域内产业的

低端锁定, 从而使得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内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难以促进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文进一步以资源禀赋作为城市发展的特性进行异质性检验。 中国地大物博, 自然资源较为

丰富, 一些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开采各类自然资源, 便形成了资源型城市。 一方面, 资源的开采

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导致资源型城市对高技能的劳动力需求相对较低, 但区域的技术创新则更

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储备的高技能劳动力, 进而资源型城市可能因劳动力的低端锁定而难以促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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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 另一方面, 资源开采企业的发展可能形成了路径依赖, 囿于高投入

与高能耗的生产生活之中, 导致了资源型城市中的企业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研发活动。 那么, 高

新区的设立对于区域内装备制造业的影响是否会在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之间产生差异呢?
本文按照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 年) 》 的标准, 将城市分为资源型城市

和非资源型城市。
表 8　 国家级高新区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城市类型异质性检验

变量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数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数

(1) (2) (3) (4)

STZ
0. 193

(0. 120)
0. 210

(0. 144)
0. 198∗∗

(0. 098)
0. 289∗∗∗

(0. 097)

Controls Y Y Y Y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N 1354 1234 2119
 

2029

R2 0. 783 0. 529 0. 855
 

0. 693

从表 8 的实证结果可知, 非资源型城市的国家级高新区对装备制造业专利数与装备制造业专

利被引用数的影响系数分别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即非资源型城市的国家级高新区政策

推动了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 也证明了非资源型城市的高新区没有沦落为工业园区。 但是由表 8
中模型 (1)和(2) 可知, 资源型城市内的国家级高新区对园区内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

作用不显著, 因此, 从推动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角度而言, 国家级高新区沦落为了工业园区。
其原因可能是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因为资源型城市主要发展与能源开采相关的传统重工业, 甚

至有一些城市落入 “资源陷阱”, 染上了 “荷兰病”, 导致政府难以实施相关产业政策进行产业结

构升级或者产业转型; 另一方面, 资源型城市长期依赖化石能源的开发而产生了 “锁定效应”, 政

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路径依赖”, 资源型城市缺乏发展新兴产业所需要的基础, 导

致了区域内高新区的建设难以推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从而资源型城市的国家级高新区没能推动

区域内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六) 机制分析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 高新区通过推动人力资本集聚和产业结构效应促进了区域内制造业的

核心竞争力。 为进一步判断以上两个渠道是否为高新区推动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机制, 本文使

用调节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首先, 针对人力资本效应, 本文借鉴张宽和黄凌云 (2019) [32] 、
王启超等 (2020) [33] 以及何小钢等 (2020) [34] 的做法, 使用普通本科和专科及以上人口数 / 地区

常住人口衡量各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 其次, 产业结构效应是另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 本文参考

袁航和朱承亮 (2018) [13] 的方法, 构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

∑ 3

m
Yi,m,t × m,m = 1,2,3 (4)

式 (4) 中 Yi,m,t 为某地区 m 产业在某年占地区总 GDP 的比重, 该式可以用来度量某地区的产

业结构的高度化水平。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Innovationi,t = β0 + β1STZ i∗Posti,t + β2STZ i∗Posti,t∗Mediator + i,t + Mediatori,t + γX i,t + φt + μi

+ ε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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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人力资本效应

变量

东中部地区
 

西部与东北地区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数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数

(1) (2) (3) (4)

STZ
0. 183∗∗∗

(0. 052)
0. 194∗∗∗

(0. 141)
0. 123

(0. 096)
0. 168

(0. 145)

STZ∗HUMAN
0. 180∗∗∗

(0. 041)
0. 116∗∗

(0. 056)
-0. 005

(0. 046)
0. 052

(0. 069)

HUMAN
-0. 172

(0. 040)
-0. 116

(0. 055)
0. 120

(0. 059)
0. 099

(0. 088)

Controls Y Y Y Y

城市固定效应 Y Y Y Y

年份固定效应 Y Y Y Y

N 2000 1924 1241
 

1137

R2 0. 865 0. 705 0. 777
 

0. 470

由表 9 中模型 (1)和(2) 可知,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 β1 系数均显著为正, β2 的系数分别

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又因为自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且交互项的系数也显著为正, 表明

了调节变量人力资本显著增强了高新区政策对装备制造业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 模型 (3)和

(4) 是以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为样本实证检验结果。 由模型 (3)和(4) 可知, 自变量的系数以

及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 即说明了人力资本效应并没有起到驱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装备制造

业技术创新的作用, 也验证了人力资本的缺乏可能是西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高新区难以驱动制

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原因。
表 10　 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产业结构效应

变量

东中部地区
 

西部与东北地区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数 装备制造业专利数 装备制造业被引数

(1) (2) (3) (4)

STZ
0. 126

(0. 088)
0. 177∗

(0. 094)
0. 131

(1. 376)
0. 210

(0. 188)

STZ∗AIS
1. 295∗∗

(0. 574)
1. 037∗

(0. 598)
0. 267

(0. 601)
0. 524

(0. 787)

AIS
-1. 099

(0. 674)
-1. 052

(0. 801)
0. 137

(0. 506)
-0. 412

(0. 80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2152 2056 1319 1205

R2 0. 861 0. 715 0. 780
 

0.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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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0 中模型 (1)和(2) 可知, 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样本之中, 产业结构效应与核心

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分别在 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并且 β2 的影响系数为正, 证明了调节变

量产业结构效应增强了高新区政策对装备制造业的促进作用, 与人力资本效应的实证检验一致。
由模型 (3)和(4) 可知, 西部与东北地区的样本中, 产业结构效应并没有提高区域内制造业的核

心竞争力, 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大规模低价格出让工业用地吸引了大量的传统制

造业企业, 从而产生了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 难以通过产业结构效应推动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
即西部与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可能是国家级高新区政策难以推动区域内制造业核心竞争

力的原因之一。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国家级高新区建设为例, 使用渐近式双重差分模型和 2000—2018 年城市层面装备制造

业专利数与装备制造业专利被引用数, 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之间

的关系, 并以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 进而判断国家级高新区引发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是否促进

了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研究发现: 第一, 高新区提高了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数量, 且该

结果通过了多项稳健性检验, 即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所得结果成立。 因此, 总体而言, 高新技术

产业集聚促进了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存在着区域异质性, 高技术产业集聚帮助东部与中部地区发挥了创新工作提 “质” 增 “量” 的作

用。 但是对于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而言, 该政策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用, 即这些地区高新技术

产业的集聚难以提高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非资源型城市的国家级高新区的设立对制造业核心竞

争力的促进作用显著为正, 但是资源型城市的国家级高新区设立对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促进

作用不显著。 第三, 基于调节效应模型所得结果, 本文认为高技术产业集聚主要通过集聚人力资

本以及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了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但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因各种因素难以形成

人力资本的集聚效应以及难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从而以上两个渠道可能是西部地区以及

东北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难以推动区域内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原因。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 为进一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推动作用, 本

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 中央人民政府应优化国家级高新区设立的空间布局, 地方政府则应基

于本地的资源禀赋发展适合当地禀赋的产业, 避免出现追逐热度、 盲目跟风和重复建设问题; 其

次, 地方政府应强化人才战略,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为推动装备制造业技术

创新培育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同时, 各地政府也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施相关政策吸引人才并留

住人才, 为区域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最后, 各地的国家级高新区, 尤其是西部地

区以及东北地区的国家级高新区, 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应适当提高引资质量, 避免出现 “逐底竞

争” 问题, 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 也能提高区域内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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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glomeration
 

of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vidence

 

from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
HU

 

Zheli, LIAO
 

Guiming, WU
 

Bin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
 

critical
 

mani-
festation

 

of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
al

 

high-tech
 

zon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whether
 

high-tech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promote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cities
 

without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the

 

agglomeration
 

of
 

high-tech
 

industries
 

brought
 

by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in-
crease

 

i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regi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shows
 

an
 

obvious
 

effect
 

in
 

the
 

eastern
 

region, central
 

region, and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on
 

contrast, it
 

cannot
 

bring
 

the
 

same
 

effect
 

in
 

the
 

western
 

re-
gion, northeast

 

region, and
 

resource-based
 

cities
 

cannot
 

bring
 

the
 

same
 

effect. The
 

mechanism
 

test
 

found
 

that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echnolog-
ical

 

innovation
 

of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y
 

gathering
 

human
 

capital
 

and
 

optimizing
 

the
 

in-
dustrial

 

structure, but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are
 

difficult
 

to
 

form
 

th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optimization
 

effec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
ture, which

 

results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can
 

not
 

be
 

effectively
 

empowered
 

by
 

the
 

upgra-
ding

 

of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words: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Stag-
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Moder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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